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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中国农村流动人口从“离土”到“易土”转变仍然滞后,缩小非农转移规模与土地流转规模差距

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CMDS(２０１７)数据测度城镇区县层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

数,实证研究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何影响农村流动人口的土地流转.研究发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显著促进了农村流动人口参与土地流转,该作用主要是通过帮助农村流动人口提升城镇相对收入和增强城镇

社会认同感实现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在推动农村流动人口流转土地的同时,还

推动其土地流转圈层向市场化、匿名化方向发展.长期而言,这些影响随农村流动人口城镇居住时间延长呈现

先增强后减弱,总体呈现“倒 U型”特征.从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取视角,本文为推动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提

供了新思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应深化以常住地为基础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改革,推动农村流动人口

家庭的城镇福利全覆盖和保障农民合法土地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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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我国劳动力呈现出由农村流入城镇、由农业生产转向非农就业的鲜明特

征,农村劳动力与土地间的“黏连关系”逐渐松动.然而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农村的土地流转规模远远

滞后于劳动力转移规模[１],截至２０２３年,全国农村总流动人口达到２．９８亿人,农村劳动力外出非农

就业比例为５９．３５％,而土地流转面积仅约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３６％① .尽管农业耕作不再是农

村转移劳动力及其家庭赖以谋生的主要方式,但部分土地仍被长期保留而非流转[２],其生产效率整体

呈低水平状态.近年的微观调查结果也显示,中国约１/４的农村流动人口家庭面临土地耕种劳动力

短缺的问题,农村流动人口家庭自留土地平均收益仅为转租土地平均收益的３/４,且自留土地中撂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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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闲置行为的发生比例超过１０％② .土地流转滞后带来的衍生问题,阻碍了农业规模化与集约化生

产向纵深推进,难以将城镇发展红利有效转化为乡村产业建设的促进力量,难以保障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效能的充分发挥.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

理集聚、有序流动”③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关系到我国民生保障

制度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影响着社会公平正义,关系着流动群体的根本利益.近年来,通过推进财政

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制,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资金得到有效保障,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

断提升.农村流动人口享有更多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也可能衍生出新的土地流转

问题.理论上而言,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农村流动人口与本地群体间的收入

和社会认同差距,加速“同化”现象的产生.伴随农村流动人口的行为偏好与身份认知逐渐与城镇居

民融合,土地流转成为其积累流动资金、追求城镇投资回报率的自然选择[３].通过农村流动人口的城

乡互动与交流,城镇发展红利能够反哺农村社会,带动农村土地配置效率提升与产业集聚增值,从而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的发展,能否推动农村流动人口参与土地流转? 是否影响农村流

动人口土地流转偏好?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对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的长期影响及其演变

趋势如何? 这些都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现有

关于城镇公共服务制度的文献侧重于供给体量变化引发的微观社会效应[４][５][６],较少关注供给方向

性(均等化特质)在其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本文从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视角出发,识别有

效缩小非农转移规模与土地流转规模差异的合理制度安排及其作用机制,是对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

转促进制度相关研究的补充.第二,由于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属性,现有研究更多从控制

遗漏变量、敏感性分析等方面尝试缓解内生性问题[７][８],因果识别策略有限.本文提出以“城镇吸纳

流动人口历史规模”作为工具变量,并利用农村流动人口迁移信息构建队列双重差分(CohortDID)模
型展开因果关系推断,提供了更可靠的经验证据.第三,基于农村地区由熟人化到匿名化的差序格

局[９],本文引入“土地流转圈层”概念,探讨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偏好的变迁逻辑;从中长期视角考

察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行为及流转偏好的持久影响.这些讨论有利于

深入阐释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的深层原因与传导机制,为推动

农村流动人口由“土地黏连”转为“城镇黏连”、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提供了政策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１０].土地历来是乡村家庭满足基础需求的最核心

的资产[１１],被农民长期持有.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开始流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为家庭提

供相对稳定、丰厚的非农收入.由此,土地的经济生产效用被逐渐弱化,其财产属性开始凸显.尽管

如此,农村流动人口仍保持着较高的土地黏性,倾向于自留土地.关于农村外出劳动力土地流转的滞

后性,现有研究从人力资本、工资收入、就业稳定性、土地产权和社会保障[１２][１３]等视角寻求解决路径.
其中部分学者聚焦于结构性因素,讨论了促进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的制度安排.他们一方面强调

土地流转制度,普遍认同农村地区土地产权残缺、流转机制不健全等制度缺陷阻碍了农村流动人口土

地流转[１４].通过落实农地确权政策,并消除土地价格扭曲、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等加剧“土地黏

性”的制度弊端[１５],土地流转将得到有效推动.另一方面,他们关注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以城镇落户

政策和居住证制度为切入点,重点验证了城镇社会保障改革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吸纳作用[１６][１７].这类

研究指出,降低城镇户籍的获得门槛、分流城镇户籍的附着利益,能够推动农村流动人口积极融入城市.
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前提是农村流动人口愿意逐步解除与土地间的“黏连关系”,并赋予土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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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可能性;而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恰是取代土地被赋予农村流动人口的家庭养老、风险抵御等保

障功能[１１],以及被普遍寄予的“情感认同”.这意味着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从根本上触及并影响农

村流动人口关于土地的价值理解与判断,从而解构其“土地黏性”.尽管已有文献将城镇社会保障改革

纳入了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行为的分析框架,但多数研究仍聚焦于理论分析,相关经验证据较少,且
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实际配套制度关注不足.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城镇农村流动人口“土地黏

性”松解的关键———土地功能替代视角,探究城镇社会保障改革能否推动农村流动人口的土地流转.
(二)理论分析

Cohen和 Kogan指出,个体的行为决策往往受到所在体制环境的塑造与限制[１８];迁入地的制度

包容性越低,越不利于外来人口在当地立足.甚至随着他们面临的收入和社会认同差距日渐扩大,无
风险或低风险的资产组合会成为其主要投资选择[３].这意味着农村流动人口家庭的低效土地流转,
可能源于城镇公共服务制度的排斥以及由此形成的隔离与分异[９].不同于以往供给制度,“均等化制

度”强调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方向,即在增加供给总量的基础上,更注重供给分配的均衡性、平等

性和实际获得性.理论上,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作为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间的再分配机制,
可以通过消弭群体差异、促进群体融合,为减缓“土地黏性”带来新的可能性.

一方面,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能够提升农村流动人口的相对收入.均等化制度下,
话语权较弱的农村流动人口更可能争取到托底性公共服务和发展性投资服务,并在此过程中与其

他异质性群体产生更多互动[１９].根据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个体往往会基于自

利心理做出为自身提供最大利益的决策.当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处境发生变化时,理性思维会

诱使其重新考虑不同选择的成本与收益.尤其是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带来的利好环

境下,他们获得物质保障、实现“破圈”社交和知识传递的机会增多,更容易融入当地的价值观、社
会规范与行为模式[２０],并相应形成更高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这些积极预期有利于农村流动人口

家庭调整在流入地的消费结构,将预防性储蓄资金转化为城镇地区内的有益投资[２１],从而打破市

场资源分配机制隐含的“马太效应”,降低其与流入地居民间因原始禀赋差异形成的机会不平等,
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差距.

另一方面,均等化制度蕴含的福利平等趋势,会激励流动群体产生更强烈的城镇社会认同.经由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主导的福利资源再分配,城镇地区的财富、教育和声望等社会资源的流

动性得到增强.高流动性社会中,农村流动人口更可能凭借自身努力取得相应的经济回报与社会地

位[２２],其他群体对个体社会资源变动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也会相应更高[２３].这些正向反馈能够赋予

农村流动人口更高的城镇归属感和幸福感,从而促进其城镇社会认同的形成.同时,根据制度主义理

论(InstitutionalPerformanceTheory),包容性的社会制度有利于满足个体的基本权利期望,促使他

们滋生出信任与内部团结[２４].因此作为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的受益者,农村流动人口从中

获得的权利满足与信任,也会激励其进一步强化对城镇的认同.
随着城镇地区内群体收入差距与社会认同差距的收缩,农村流动人口开始适应本地社会规范与

文化环境,“同化”现象逐渐凸显,他们会主动或被动地与当地主流群体保持观念和行为上的一致,进
而重构自身土地流转的决策逻辑.第一,投资偏好与模式的转变.国际经验表明,流动人口的同化程

度越高,越倾向于做出与当地居民相似的资产配置选择,原籍文化影响将被逐渐消解[３].因此置身于

群体差距不断缩小的城镇环境,农村流动人口投资偏好可能转向流动资产,更愿意以土地流转形式换

取货币资金,并拓展自身资产多样性.第二,城镇融入回报的激励.农村流动人口从社会公平中接受

到的认同激励,赋予其寻求城镇融入回报的积极性.他们往往会形成永久迁移意愿[２５],并相应调整

家庭发展规划,从长期视角进行城镇投资[２６],实现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土地流转作为支持城镇投资

的重要方式,成为农村流动人口家庭的自然选择.第三,社会交往、信任等润滑剂的深化作用.群体

同化能够模糊群体间的身份界限,进一步加深“群际”交往互动[１９],减少群体间的信息不对称;群体融

合造就的同质价值观,也有利于扩大城镇内部集体主义的对象范围,进而形成更广泛的社会信任,降

６５



低个体生活中的交易成本[２７].这些因素有助于减轻农村流动人口家庭融入城镇社会过程中的非理

性阻力,为其土地流转提供更大的信心与动力.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１: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会推动农村流动人口参与土地流转.

H２: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帮助农村流动人口提升城镇相对收入、深化城镇社会认同,促
进其参与土地流转.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源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hinaMigrantsDynamic
Survey,CMDS)数据,该数据覆盖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３４８个市和１２３６个县的全国流动人口代

表性样本.CMDS(２０１７)数据库提供了包括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情况、土地流转行为、土地流转对象和

流动时间等详细数据,为本文检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之间的因果关

系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基础.
(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测度

自２００６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被正式提出,学界在如何量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不

断探索④ .现有聚焦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的研究,大体分为重视成本效益分析的客观测

量模式和强调满意度等软指标的公众主观评价模式[２８].其中,客观测量类文献主要遵循如下测度思

路.第一,构建客观层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指标体系;第二,测算目标地区或人群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第三,利用比值、基尼系数等不平等指标及其分解值,测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主观评价类文

献一般利用“公众满意度”指标衡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然而,现有客观测量类文献偏重供给

或投入视角,而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强调的“实际受益”视角[２９],其指标体系框架缺乏与政策

目标的有机衔接.主观评价类文献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衡量方式,难以规避个体能力或情绪特质

等因素的潜在影响.基于准确量化农村流动人口相关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考虑,本文遵

循客观测量类文献的测度思路.但与传统客观测量类文献的具体方法不同,本文立足于农村流动人

口的实际受益状态,即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的实施结果,构建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客

观指标测量框架.
借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３年版)»的概念框架,以及“推进农民工群体享有基本公共服

务”主题下的政策文本,本文最终确定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和住有所居

６个维度,并最终形成了共６个维度、覆盖１１个二级指标和１４个三级指标的农村流动人口相关的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测度体系.表１列示了具体的框架结构,其中三级指标是城镇区县中农村流动人

口对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比例或平均水平.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具体度量策略如

下.从城镇区县层面出发,首先基于CMDS数据计算区域内农村流动人口的三级指标数值,并采用

比值法刻画区域内农村流动人口相对城镇居民的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程度[８];随后对上述基本

公共服务的相对获得程度值进行标准化;最终利用能够充分反映各维度指标对总指数独立贡献的主

成分分析法(PCA),合成得到各城镇区县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以城镇居民为参照系,利用比值法计算各城镇区县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首先,

根据指标与总指数之间的数量变化关系判断指标性质,指标数值增加带来总指数数值增加,则指标性

质为正向,否则为负向.其次,进行负向指标正向化处理,包括对过度劳动发生率取相对值(未发生

率)以及对过度劳动平均时长取倒数.最后,设Cij为第j项三级指标在第i个城镇区县的均等化数值

(i＝１,２,􀆺,n;j＝１,２,􀆺,m),则有:

Cij＝cij/Uj (１)
式(１)中,cij为第j项三级指标在第i个城镇区县的农村流动人口相关数值,Uj 为第j项三级指标

下所有城镇区县中本地居民群体相关数值的中位数.参考张贤明的研究[３０],本文使用中等标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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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农村流动人口相对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即使用各地区城镇居民适中的基本公

共服务获得水平作为判断均等化状态的界线,该数值更具有普遍意义.参考CMDS问卷的样本代表

性标准,本文测度目标为２０及以上农村流动人口样本的城镇区县.
　表１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测度体系

维度 二级指标 城镇区县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幼有所育 优孕优生服务
优生优育教育获得率 正向

生育保险参保率 正向

学有所教 义务教育服务 子女城镇教育获得率 正向

劳有所得

职业健康保护

劳动权益保障

工伤失业保险服务

过度劳动发生率 负向

过度劳动平均时长 负向

合同签约率 正向

工伤保险参保率 正向

失业保险参保率 正向

病有所医

健康档案服务 居民健康档案建立率 正向

健康素养促进 基本健康教育获得率 正向

医疗服务便利度 医疗服务地点平均到达时间 正向

医疗保险服务 医疗保险参保率 正向

老有所养 养老保险服务 养老保险参保率 正向

住有所居 住房保障服务 政策性住房享有率 正向

　　第二步,标准化各城镇区县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借鉴彭非等的研究[３１],运用更贴近社

会经济发展变化特征的指数功效函数方法进行标准化.设 mj 和 Mj 分别为第j项三级指标在所有城

镇区县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则有:

mj＝minC１j,􀆺,Cnj{ },Mj＝maxC１j,􀆺,Cnj{ } (２)
设Xij为第j项三级指标在第i个城镇区县的标准化数据,正向相关指标的处理公式为:

Xij＝AeB(Cij－mj)/(Mj－mj),A＝mj,B＝ ln(mj/Mj) (３)
式(３)中,Cij为第j项三级指标在第i个城镇区县的均等化数值,mj 和 Mj 分别为第j项指标在所

有城镇区县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第三步,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各城镇区县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首先,计算指标协方差

矩阵.将任意两个均等化指标间的协方差设为Cov(Xs,Xh),则有:

Cov(Xs,Xh)＝∑
n

i＝１
(Xis－Xs)(Xih－Xh)/(n－１) (４)

式(４)中,Xs 和 Xh 分别为均等化指标s和 h的行向量,Xs＝(X１s,X２s,􀆺,Xns),Xh＝(X１h,

X２h,．．．,Xnh);Xs 和Xh 分别为均等化指标s和h的样本均值.随后构建协方差矩阵 W:

W＝

Cov(X１,X１) Cov(X１,X２) 􀆺 Cov(X１,Xm)

Cov(X２,X１) Cov(X２,X２) 􀆺 Cov(X２,Xm)
⋮ ⋮ ⋱ ⋮

Cov(Xm,X１) Cov(Xm,X２) 􀆺 Cov(Xm,Xm)

æ

è

ç
ç
ç
çç

ö

ø

÷
÷
÷
÷÷

(５)

基于矩阵(５)建立特征方程,并通过求解计算得到相应的特征值以及单位特征向量,这里新生成

的 m 个行向量即是主成分.根据 Kaise准则,提取特征值大于等于１的前５个主成分(占比达到

０．７０),并析出相应的主成分得分.最终得到综合指数Indexi:

Indexi＝∑
５

p＝１
fpi×epi (６)

式(６)中,fpi为城镇区县i的第p主成分得分,epi为城镇区县i的第p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最后

利用极值法标准化综合指数得分,设Zi 和zi 分别为Indexi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指数EIi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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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i＝(Indexi－zi)/(Zi－zi) (７)
(三)模型构建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如下Probit模型考察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Landij＝α０＋α１EIj＋α２Xij＋α３Yij＋α４Z＋εij (８)
式(８)中,下标i和j分别对应农村流动个体和城镇区县,Landij为流入城镇区县j的第i位农村流

动个体的土地流转行为⑤ .EIj 是关键解释变量,是流入城镇区县j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Xij

是个体特征变量;Yij用于控制农村流动个体土地流转行为的家庭层面影响因素;Z用于控制农村流动

个体相关的宏观地区特征,εij为随机扰动项.本文还增加控制了农村流动个体迁入省份的固定效应,
并使用聚类到城镇区县层面的稳健标准误.考虑到以农村流动人口为目标群体,本文选择处于法定

劳动年龄范围１６~６０岁,因务工或经商流动并在调查阶段内有工作或近一个月努力寻找工作,在流

入地居住半年及以上且拥有农村承包地的农业户籍人口作为基准样本.匹配引入测度所得的城镇区

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本文最终得到包含３４８５３个有效样本的完整数据集,各主要变量定义及

描述性统计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土地流转
承包地交由亲朋耕种或转租给私人/村集体/企业＝１,自己/家人耕种、雇人代为耕
种、种树或其他＝０ ０．３８９ ０．４８８

EI 前文测度得到 ０．２２３ ０．１１７
年龄 连续变量,１６~６０岁 ３６．９１０ ９．２７４
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６３５ ０．４８１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依次赋值为１~７ ３．２３６ ０．９８６
民族性质 汉族＝１,其他＝０ ０．９２１ ０．２７０
婚姻状态 已婚＝１,其余＝０ ０．８６８ ０．３３９
市民化意愿 不愿意、没想好和愿意分别赋值为１~３ １．３３６ ０．４７２
流动时间 调查时间与本次流动起始时间差值 ８３．０２７ ７１．６８１
流动范围 市内跨县、省内跨市和跨省分别赋值为１~３ ２．３４４ ０．７５４
家庭收入水平 家庭人均收入(元),上下１％缩尾并取自然对数 ７．６１７ ０．５６５
家庭抚养比 家庭中小于１６岁或大于６０岁人口与总人口比值 ０．２３８ ０．２０４
父母留守人数 父母中至少一人留守老家未随迁＝１,否则＝０ ０．０２９ ０．２２６
承包耕地面积 承包耕地面积(亩)取自然对数 ０．１６５ ０．８８０
老家宅基地状况 有＝１,无或不清楚＝０ ０．８８１ ０．３２４
老家土地租金水平 老家所在区县每亩土地流转租金均值(万元) ５．０７２ ２．７９５
城镇住房支出 每月住房支出(元)取自然对数 ６．５９２ １．４６３
家庭可流动资金 家庭总收入与本地支出的差值(元)除以家庭人口数后取自然对数 ０．０６７ ０．０３４
流入区县经济发展水平 个体流入地城镇区县的人均 GDP(万元)取自然对数 ７．３４２ ５．４６４
流入区县人均财政支出 个体流入地城镇区县的公共财政支出额与平均人口比值(万元)取自然对数 ０．９９８ ０．８１９
流入区县财政自给率 个体流入地城镇区县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比值 ０．６０４ ０．８３２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础模型估计

表３第(１)列仅控制省份固定效应,第(２)(３)列逐次加入个人与家庭、地区特征变量,估计结果均

支持 H１,即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村流动人口流转土地.为了避免模型选

择、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异常值和样本选择带来的潜在估计偏误,第(４)列更换回归模型为

OLS模型,第(５)列对自变量进行１％上下缩尾处理,第(６)列纳入了土地撂荒的农村流动人口样本,
回归结果均证实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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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的作用

(１)

Probit

(２)

Probit

(３)

Probit

(４)

OLS

(５)

Probit

(６)

Probit

EI
０．２５９∗∗

(０．１０８)
０．２７１∗∗

(０．１０７)
０．２３６∗∗

(０．１１３)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１)
０．２５９∗∗

(０．１２４)
０．２０６∗

(０．１０９)

个体与家庭控制变量 NO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控制变量 NO NO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４２３６２ ４１５００ ３４８５３ ３４８５３ ３４８５３ ３７２４５

R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镇区县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二)排除替代性假说

１．排除家庭内部溢出效应:家庭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状态的隐性作用

除农村流动人口自身是否获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外,其家庭成员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状态

也可能间接影响土地流转决策.因此,本文利用户籍性质刻画其他家庭成员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

得状态,并构建“家庭农业户籍性质”变量.若所有家庭成员均为农业户籍,则赋值为１;至少一位家

庭成员为非农业户籍,则赋值为０.表４第(２)列的交互项模型结果表明,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显著促进了来自各类户籍性质家庭的农村流动人口流转土地,再次验证第(１)列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同时“纯农业户籍”家庭所受促进作用小于“混合户籍”家庭,说明目前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土

地流转的促进作用还处于边际递增的阶段.换言之,当前中国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较低,
还未到达边际效应最佳水平,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家庭全覆盖能最大程度地推动其流转土地.

２．排除城镇土地价值致幻效应:城镇房价环境对农村流动人口土地价值感知的影响

“有房才有家”,不同房价环境下的农村流动人口可能拥有差异化的土地价值感知,从而影响其土

地流转行为.有鉴于此,本文控制流入地平均房价以规避城镇房价环境的潜在影响.具体地,利用安

居客网站提供的农村流动人口所在城市近半年内房价平均水平取对数衡量城市房价变量.表４第

(３)列汇报了控制城市房价的回归结果,第(４)列将房价变量更换为近一年内农村流动个体流入城市

的房价均值,结果均表明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存在正向作用,证实了基

准结论的稳健性.
　表４ 替代性假说的检验结果

(１)
基准回归

(２)
排除家庭溢出影响

(３)
排除城市房价影响

(４)
排除城市房价影响

EI
０．２３６∗∗

(０．１１３)
０．６２７∗∗∗

(０．１４４)
１．６０１∗

(０．８６２)
１．８１１∗

(１．０５４)

EI×家庭农业户籍性质
０．４２２∗∗∗

(０．１０７)

EI×近半年城市房价
０．１５９

(０．０９９)

EI×近一年城市房价
０．１８２

(０．１２０)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３４８５３ ３４８５３ ３２７９８ ３２７９８
R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三)因果关系识别

１．加入可能的遗漏变量

一些可能的遗漏变量和样本选择偏差会致使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产生偏误,因此,本文进一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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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并予以控制,更准确地识别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民工土地流转的

因果影响.第一,流动经历类因素.流动经历会作用于个体的决策偏好,从而可能同时影响农村流动

人口对迁移地点和土地流转的判断.第二,社会参与类因素.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行

为,一定程度地塑造了个体的政治偏好与社交能力,从而带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与土地流转间

的相关性.本文从“首次流动经历”与“父母流动经历”刻画流动经历类因素,从“社会组织参与”和“社
会活动参与”界定社会参与类因素⑥ .表５列示了加入可能的遗漏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第(２)(３)列分

别控制流动经历变量和社会参与变量,第(４)列加入上述所有遗漏变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估计系数较第(１)列略有波动,但均显著为正.
　表５ 控制可能的遗漏变量

(１)
基准回归

(２)
增加流动经历变量

(３)
增加社会参与变量

(４)
增加所有遗漏变量

EI ０．２３６∗∗

(０．１１３)
０．２００∗

(０．１１３)
０．２３８∗∗

(０．１１３)
０．２００∗

(０．１１４)

首次流动经历 ０．１２０∗∗∗

(０．０１７)
０．１２１∗∗∗

(０．０１７)

父母流动经历 ０．２７４∗∗∗

(０．０２０)
０．２７４∗∗∗

(０．０２０)

社会组织参与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７)

社会活动参与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８)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３４８５３ ３４４１６ ３４８５３ ３４４１６
R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３

　　２．工具变量回归

借鉴陆铭等的研究思路[３２],本文引入“各城镇区县吸纳流动人口的历史规模”,即以农村流动人

口目前所流入城镇区县于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吸纳的流动人数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考察因

果关系.选取该工具变量的理由是,城镇早期吸纳流动人口的规模与其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

展程度紧密相关.２１世纪初,大量农村人口流入严重挤压了城镇公共服务资源,各地政府不得不加

强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的绑定关系以降低自身财政压力.一般而言,初期受到的人口流入冲击越强,
地方政府越倾向于推行限制性公共服务政策.尽管后期人口流动趋于常态化,这类政策仍呈现出极

强的延续性.这是因为,第一,在GDP考核为主的晋升激励机制下,地方官员可能更愿意将财政资源

用于经济建设,而非科教文卫等基本公共服务;第二,本地居民在评价地方政府绩效方面更具权威性,
地方官员有动力继续维持限制性政策以获得支持;第三,户籍制度与基本公共服务获得资格绑定愈发

紧密,导致公共服务政策变迁成本升高[３３][３４][３５].
城镇早期吸纳流动人口规模作为历史变量,对当前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行为的直接影响相对

有限,但仍可能存在潜在因果联系.因为改革开放后城镇所吸纳的流动人口规模往往与当时地区的

整体经济状况及发展态势相符,而后者又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该地区目前的经济水平与产业结构,从
而可能在经济层面上(如就业与收入等)影响农村流动人口的土地流转行为.对此本文增加控制流入

区县历史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用于排除经济因素所带来的持久性影响,以最大程

度确保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表６汇报了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第(１)列一阶段回归

结果显示,个体所流入城镇区县吸纳流动人口的历史规模与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之间具有显

著负向关系,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２)列第二阶段回归中,EI的估计系数正向显著.第

(３)列和第(４)列逐次增加控制流入城镇区县的历史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调整变量⑦ ,回归结果

仍然支持了 H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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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１)
第一阶段回归

(２)
第二阶段回归

(３)
第二阶段回归

(４)
第二阶段回归

EI ０．８２６∗∗∗

(０．３０１)
１．０１９∗∗

(０．４３２)
１．９１０∗∗∗

(０．５６２)

流入区县吸纳流动人口的历史规模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４)

流入区县历史经济发展水平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６)

０．１０８∗∗

(０．０４５)

流入区县历史产业结构调整指数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３３２６０ ３３２０６ ２７９１２ ２３５１６
R２ ０．５３７ — — —

　　３．利用流动队列信息构建双重差分分析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还可能受到家乡地理特征、原籍

文化等因素的干扰,甚至流动过程中的历史事件本身也会引发估计偏误.因此,参考Chen等的研究

思路[３６],本文利用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队列信息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更精准地识别因果关系.首

先借鉴宋月萍等的方法,构建农村流动人口个体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执行中的暴露强度

变量[３７].本文以大规模发布城镇均等化政策的２０１４年作为划分界限,若个体流入目前所在城镇区

县的时间为２０１４年以前,则暴露强度变量赋值为０,否则赋值为１.因为个体的初始流动经历会影响

其后续接受及利用相应政策的能力.若个体曾经被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强烈排斥或拒绝,极可能

随之产生较低的政治信任与防范心理;其与后期宽松政策阶段流入的个体相比,政策参与性和接受性

显著降低.其次,根据农村流动人口进入目前所在城镇区县的年份划分流动队列.本文聚焦于２００６
年及以后开始迁移的农村流动人口,以排除城镇地区政策从管理范式转向服务范式的干扰影响[３８].
基于样本等分原则,将农村流动人口划入五组流动队列: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间、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间、２０１３年

间、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间和２０１６年间流入的个体分别划入第一组至第五组队列.最后,构建城镇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实施强度与暴露强度的交互项,并建立队列双重差分模型:

Landi,g,j,p＝β０＋β１EIj,p×Poseg＋β２Mi,g,j,p＋β３λj＋β４μg,p＋β５σc×μg＋εi,g,j,p (９)
　　表７ 队列双重差分检验结果

(１)
队列双重
差分检验

(２)
事前趋势

检验

EI×Pose ０．３６４∗

(０．２２１)

EI×Cohort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０．４６２
(０．２９８)

EI×Cohort２０１３
０．２８６

(０．３７０)

EI×Cohort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０．５０２∗

(０．２９０)

EI×Cohort２０１６
０．５４５∗

(０．３２６)

控制变量 YES YES

观测值 ２６１９２ ２６１９２

R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３

式(９)中,g、j和p分别表示农村流动个体i所属的流

动队列、流入区县和流入省份.Landi,g,j,p为个体i的土地

流转行为,EIj,p×Poseg 为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

农村流动人口的政策实施强度与暴露强度的交互项.

Mi,g,j,p为控制变量集合,包含基准回归控制变量、替代性假

说检验变量以及增加的遗漏变量,λj和μg,p分别是区县固定

效应和省份—流动队列固定效应.σc×μg 为流入区县公

共服务供给影响变量与流动队列的交互项,σc 包括流入区

县的经济水平、财政支出水平和财政自给率.εi,g,j,p是随机

扰动项,采用聚类到城镇区县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表７第(１)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公式(９)中的β１ 系数正

向显著,表明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确促进了农村流

动人口的土地流转.这与基准回归估计结果一致,证实了

H１.随后借鉴Chen等设计的动态队列DID模型[３６],本文

对该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事前趋势检验:

２６



Landi,g,j,p＝β０＋∑
５

γ＝２
β１,γEIj,p×I(g＝γ)＋β２Mi,g,j,p＋β３λj＋β４μg,p＋β５σc×μg＋εi,g,j,p (１０)

式(１０)中,I(g＝γ)表示流动队列的虚拟变量,如果农村流动个体i属于流动队列γ,则赋值为１,
否则为０(基准组为第一组流动队列的个体).系数β１,γ为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从属于特

定流动队列γ的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行为影响的平均因果效应.若第二组和第三组流动队列(暴
露强度＝０)的交互系数不显著,第四组和第五组流动队列(暴露强度＝１)的交互系数正向显著,则说

明未拒绝事前趋势平行假设.表７第(２)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农村流

动人口土地流转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第四组和第五组流动队列,这与本文的预期一致,证实了队列双

重差分模型的合理性与相应结论的可靠性.
(四)作用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提出的相对收入机制和社会认同机制,本文以农村流动个体月均收入与当地城镇工人

月均收入的比值构建“相对本地工人收入”变量;以 CMDS问卷“您对自己已经是本地人的认同程

度?”这个问题的回答衡量农村流动个体的认同倾向.表８使用工具变量法检验作用机制,第(１)列检

验结果表明,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显著提升了农村流动个体的相对收入;第(２)列将个体相

对本地工人收入上下１％缩尾后再次回归,仍支持该结论.第(３)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发展能够增强农村流动个体持有的城镇社会认同态度;第(４)列以“您家在本地是否有被

本地人看不起?”这个问题的回答衡量本地人态度进行补充检验,结果表明本地人对农村流动个体的

排斥态度会被弱化,从而促进农村流动个体形成城镇社会认同.机制检验结果证实了本文 H２,即城

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有利于农村流动人口提升城镇相对收入、增强城镇社会认同,从而推动其

流转土地.
　表８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城镇相对收入机制

(１)
相对本地工人收入

(２)
相对本地工人收入

城镇社会认同机制

(３)
社会认同态度

(４)
本地人态度

EI ０．８９９∗∗∗

(０．１４６)
０．８４８∗∗∗

(０．１３１)
１．２４１∗∗∗

(０．２６２)
１．１７６∗∗

(０．４９８)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３０８５９ ３０８５９ ３３２０６ ３３２０６
R２ ０．２８２ ０．３４２ ０．１０４ —

五、进一步讨论

(一)流转圈层延展:从熟人交易到匿名化交易

研究发现,农村流动人口缔结的土地流转圈层存在着“水波纹”般的差序特征[９],即他们往往更为

偏好熟人流转而非匿名化流转.因为农村流动人口的土地依赖越强,往往越认同土地的内在价值,土
地流转过程中他们不仅强调土地流转质量,也极重视土地流转契约的灵活性[９].而亲缘网络作为颇

具稳定性的熟人社会网络,因其成员间的长期重复博弈,存有“约定俗成”的土地流转道德规范.因此

农村流动人口一般更愿意以低价或馈赠的方式向亲缘型租户流转土地,而非选择不确定性更大的匿

名化交易.这种存在于亲友间的土地流转现象也被解释为一种隐蔽的“人情租”[３９].当家庭主要劳

动力流向城镇,留守妇女与老人遭遇意外事件冲击时,亲友间的互帮互助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这种

帮助难以定价或给予货币补偿,部分农村流动人口将土地以“人情租”形式流转给仍在务农的农村亲

友,亲友则以对其留守家庭成员提供偶尔的照顾作为交换[４０].
随着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农村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日益“同化”,其诱发的投资偏好

与社会认同转变逐渐演化为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新诉求.一方面,在偏好流动资产的投资模式下,土地

流转产生的货币价值显然较土地流转的质量与灵活性更为重要.在“价高者得”的交易倾向下,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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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更愿意与亲属圈层之外的市场租户缔结正式契约,以获得一份稳定且优厚的土地租金收入.
另一方面,持有永久迁移意愿的农村流动人口往往会说服并组织剩余家庭成员迁入城镇,以适应家庭

整体发展计划的调整,由此会减弱甚至瓦解家庭向农村邻里亲朋等传统亲缘网络寻求非正式支持的

需求,淡化土地流转的人情成分.此外,家庭迁移成本也迫使农村流动人口强调土地经济价值的变现,
选择通过拓展土地交易圈层,寻求流转效益的最佳匹配对象.据此本文形成如下推论:城镇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的发展,推动农村流动人口不断外扩土地流转圈层,其土地流转对象趋于匿名化、市场化.
具体地,本文以土地流转对象刻画农村流动人口的土地流转圈层.使用 CMDS“您家承包地谁

在耕种?”构造“土地流转对象”变量,其中自家(或家人)耕种、雇人代为耕种、种树及其他均赋值为１,
亲朋耕种赋值为２,转租给私人、村集体或企业赋值为３.随着“土地流转对象”变量数值逐渐增大,农
村流动人口的土地流转圈层愈发匿名化.表９第(１a)列基于有序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城镇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会促使农村流动人口选择更匿名化、市场化的土地流转对象.第(２a)至
(４a)列汇报了有序Probit模型的边际影响,发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会抑制农村流动人口

保留土地,并更大程度地推动农村流动人口选择流转圈层更匿名化的土地交易.第(５a)列则利用工

具变量回归检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圈层作用的稳健性,结果仍支持

本文推论.
(二)累积效应: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获得与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长期表现

城镇的集聚性为新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而均等化制度带来的社会平等与群体融合,则为农村

流动人口吸收城镇集聚养分提供了途径.收入差距与社会认同差距的缩小,会加深群体间的社会交

往[１９].尤其是拥有社会资源较少的农村流动个体能够借此突破亲缘、地缘和业缘的限制,与其他群

体产生深度交流与互动,从而进入非正式的学习与创新环境[４１],给予自身学习更多技能和知识的机

遇,从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加速城镇融合,实现土地流转.

　　图１　不同居住时长划分的农村流动人口

　　期群的年龄核密度图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为农村流动人口提供学习效应,但不同流动经历的农村流动人口获益

程度存在差异.个体非认知能力的塑造与开发是一个包含多阶段的长期过程,各阶段间存在着紧密

联系.Cunha和 Heckman关于投入与技能产出的研究发现,技能具有“自我生产”与“动态补充”性
质,即个体在本阶段的技能形成,不仅能够增强其在下一阶段的技能获得能力,还会持续提升后续阶

段投资的生产率[４２].这意味着,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下,农村流动人口的能力变化可能存在

“累积效应”[４３],呈现递进式增长.先进入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环境的农村流动人口相较后进入

者,将获得更显著的能力提升.随着农村流动人口能力不断增强,个体与本地居民的同化速度加快,
农村流动人口调整土地资产配置行为与偏好的可能性也越大.即先进入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环

境的农村流动人口不仅更愿意流转土地,也会更为偏好匿名化、市场化的土地流转圈层以求最大程度

兑现土地的货币经济价值.相应地,本文概括出如下推论:农村流动人口置身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环境的时间,会放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对其土地流转行为及“市场化”流转偏好的推

动作用.
参考徐增阳和付守芳的研究[３８],本文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作为基础时段⑧ ,并结合 CMDS
“本次流动时间”将农村流动人口划分为“１~３
年”“３~６年”“６~９年”和“９年以上”⑨ 四个城

镇居住时长期群.图１展示了农村流动人口各

期群年龄分布的核密度图,居住时长为“９年以

上”的农村流动人口年龄明显大于其他期群.
这意味着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流动

人口土地流转行为及土地流转圈层延展的影

４６



响,可能随居住时长呈非线性变化.
为检验非线性影响是否真实存在,本文根据居住时长划分标准构建了“居住时段”及其平方项、交

互项变量.表９第(２b)列和第(４b)列“EI×居住时段”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EI×居住时段平方”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行为及土地流

转偏好变迁的影响,会随着他们进入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环境时间的不断推移而表现出“倒 U
型”特征.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镇前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其土地流转行为及土地流转圈层延展

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促进程度随居住时长不断增加,证实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流动人口

土地流转行为及土地流转偏好的“累积效应”,但流入城镇后期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流动

人口土地流转行为及土地流转圈层延展的积极作用会逐渐减弱.可能的原因有如下两个.第一,随
着城镇居住时间不断增加,农村流动个体能力不断趋近于基本公共服务作用的上限;第二,伴随农村

流动个体年龄增长,个体学习知识技能的意愿及能力受身体素质限制而逐渐减弱,其风险偏好也可能

随年龄增长而趋向保守,更偏好稳定与安全.为排除内生性影响,本文进一步展开工具变量回归.第

(３b)列和第(５b)列汇报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不同居住时长的农村

流动个体的土地流转行为和土地流转偏好的影响均存在“倒 U型”特征,与前文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表９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偏好及长期表现的影响

A 土地流转
偏好

被解释变量:土地流转圈层(有序probit模型)

(１a)
总回归

(２a)
未转出边际效应

(３a)
转出亲戚边际效应

(４a)
转出他人边际效应

(５a)
工具变量回归

EI ０．２０８∗∗

(０．１０２)
０．０７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２)
０．５３２∗∗∗

(０．１５９)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３４８５３ ３４８５３ ３４８５３ ３４８５３ ３３２０６
R２ ０．０３１ — — — ０．０５１

B土地流转
长期表现

土地流转行为(probit模型)

(１b)
基准回归

(２b)
异质性回归

(３b)
工具变量回归

土地流转圈层(有序probit模型)

(４b)
异质性回归

(５b)
工具变量回归

EI ０．２３６∗∗

(０．１１３)
０．２３１

(０．２０６)
０．０２０
(０．４３０)

０．２３２
(０．１９１)

０．１１４
(０．２３１)

EI×居住时段 ０．４０４∗∗

(０．１６１)
０．７７１∗∗∗

(０．２２６)
０．３５８∗∗

(０．１５５)
０．３４７∗∗

(０．１２２)

EI×居住时段平方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２)
０．１４７∗∗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３５)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３４８５３ ３４８５３ ３３２０６ ３４８５３ ３３２０６
R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１

六、结论与建议

利用２０１７年CMDS数据,本文测度了城镇区县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考察了城镇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制度能否推动农村流动人口流转土地,并进一步揭示了该制度下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

转偏好的发展演化.研究发现,第一,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显著促进了农村流动人口参与土地流

转,该结论经历排除替代性假说、控制可能的遗漏变量、工具变量回归以及队列双重差分检验后仍然

成立.第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帮助农村流动人口提升城镇相对收入、增强城镇社会认

同,推动其流转土地.第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村流动人口流转土地的同时,也会推动

其土地流转偏好向匿名化、市场化方向变迁,但这些影响随农村流动人口城镇居住时长先增强后减

弱,总体呈现“倒 U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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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为理解当前农村流动人口的土地流转行为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也蕴含提高土地流动

性、助力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实现的政策启示.第一,积极推进以常住地户籍信息提供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应借助数字化工具与信息技术赋能全国户籍管理,确保农村流动人口常住地信息在地区

间无障碍衔接;健全与居住年限挂钩的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分阶段按需提供城镇基本公

共服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第二,拓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群体覆盖

范围.应将受益对象从农村流动人口逐步扩大延伸至包含其子代与父代的核心家庭,吸引农村流动

人口家庭整体迁移,充分发挥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村流动人口家庭资源配置的溢出效应,加速农村流

动人口家庭的城镇“同化”,促进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离土,有效推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城乡融合发

展.第三,保障农村流动人口的合法土地权益.应从长期利益视角维护农村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的土地

权益,积极拓展、创新农村地区的土地流转模式,鼓励农村流动人口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多种方式参

与土地流转,以市场化交易盘活农村土地交易市场,为农村流动人口扎根城市提供更长远的经济支持.

注释:

①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官方网站.
②数据来自CMDS(２０１７)数据库,其中全国农村流动人口家庭土地自留收益与土地转租收益数值取自平均每亩收益的中位数

值,以体现集中趋势.
③全称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④«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⑤农村撂荒行为主要源于土地地理位置偏僻或者土地质量差,往往属于被动撂荒.因此本文排除了选择“土地撂荒”的农村流动

人口样本,以更精确地考察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间的因果关系.
⑥首次流动经历以个体首次流动是否为独身流动衡量;父母流动经历以个体首次流动前父母是否有过流动经历衡量;社会组织

参与是指个体是否参与过“工会/志愿者协会/同学会/家乡商会/老乡会/其他组织”的活动;社会活动参与是指个体是否有过“给基层
提建议或监督基层管理/向政府部分反映情况或提建议/网上评论或讨论国家事务和社会事件/主动捐款或无偿献血或参与志愿者活
动/参与党组织或团组织活动”的行为.

⑦地区历史经济发展水平以城镇区县２０１０年人均GDP(元)取对数衡量;地区历史产业结构调整指数为城镇区县２０１０年第三产
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

⑧农民工政策范式的转变包含控制范式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管理范式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５年)和服务范式阶段(２００６年至今).
⑨城镇居住时长１~３年为３６个月以内,３~６年为３６到７１个月,６~９年为７２到１０７个月,９年以上为１０８个月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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